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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历法之争”再研究
———知识、修辞与权力

周理乾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 清初的“历法之争”被以往的中国科学史描述为一次西方先进天文学对中

国落后天文学的辉煌胜利，然而这种辉格史式的断言是远离“历史真相”的。 这次历法之

争实际上是各方利益集团借助知识与修辞的结合以达到权力目的的复杂事件，根本就不

是一次纯粹的科学事件。 西方传教士、中国儒家保守人士、回回科天文学家、皇帝在这场

斗争中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 最后，知识、修辞、权力以及各种偶然性因素的搅缠突现

出一个谁也没有料想到的结局。
［关键词］ 历法之争　 汤若望　 杨光先　 中华天学　 西洋天文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目的语义学及其形式化研究”（１８ＣＺＸ０１３）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周理乾（１９８８—），山东临沂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信息哲学、心与认知哲学、生
物学哲学以及复杂性及系统科学哲学。
①　 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第 ４９页。

清康熙七年，时任钦天监监正，但“只知历理，不知历数”的汉人杨光先，在与西洋耶稣会士南怀

仁对日影的测量的对决中惨败，被赶出钦天监，以南怀仁为首的奉教天文学家开始掌管中国天学最

高机构———钦天监。 这场争斗史称“历法之争”。 在传统中国科学技术史观点中，这次事件被认为是

少有的以客观的实验观察法来判定理论正确与否的案例，历法之争实质上是一场科学文明与封建迷

信、愚昧的较量。 在愚昧强权政治支持下，一度将汤若望置于死地，但科学终究是不可战胜的。 待南

怀仁在大庭广众之下以科学试验昭显了科学的正确之后，封建迷信的荒谬就不攻自破了①。
以上引述的传统观点认为：杨光先及其所代表的中华传统天学是封建愚昧，在“历法之争”中借

助强权政治上位；汤若望、南怀仁及其所代表的西洋天文历法是科学文明，他们利用客观公正的科学

试验击败了封建迷信。 然而，历史往往比书本要复杂的多，本文将分析错综复杂的知识、权术、修辞、
政治等等因素是如何搅缠、交织成“力量之舞”的。

一、“天学真原”与汤若望的起落

１６４４年 １２月，耶稣会士汤若望执掌大清钦天监印信，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领导天学最高机构

的西洋传教士。 从清军入关到汤若望执掌钦天监，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汤若望作为一个西洋传

教士，是如何做到的呢？ 他又为什么费尽心机想把持钦天监呢？ 这一切都要从天学在中国古代社会

中的地位与作用说起。
天学在中国古代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科学研究，而是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的。 “天人合一”是我国

古代哲学一个重要的思想，也是构成中国古人思想框架的前提之一。 只有“天人合一”，才能够“推
天道以明人事”。 “天人合一”带来的逻辑后果是“天人感应”，也就是说“天”，或者说自然界能够与

人类社会相感应，反映人类社会的状况，从而警醒人类。 作为人们头顶的上天，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就

有了特殊的意义。 中国古代天学就是专门研究上天迹象以“明人事”的学问，因此其落脚点在于“人
事”，也就是社会功用，而不是天学知识。 一个帝王要成为帝王，必须有通天的能力。 因为只有能够

知晓天意的人才能够知道百姓真正的需要，才是合格的帝王。 天学是古代各种通天手段中最重要、



最直接的一种。 帝王只有“拥有了自己的天学事务（灵台、仪象和为自己服务的天文学家），方才能

够昭示四方，自己已经能与上天沟通；而能与上天沟通的人，方才能够宣称‘天命’已经归于自己，因
而已有为王的资格”①。 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新统治者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颁行新历法，以表“正
朔”。 正因为天学在古代社会中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能，所以才一直被皇家所垄断，严禁民间“私习

天文”。 皇家天学机构中研究天学的人也是世代相袭，不准再转向其他职业。 这种世袭的制度成为

吸引西方传教士的重要原因，因为一旦传教士凭借先进的西方天文历算知识掌控天学机构，他们就

在官方有了稳定的传教根据地。 也就是说，传教士掌控钦天监的目的不是给中国传播先进的西方科

学知识，而是为了传教。 科学知识是他们传教的工具。
这种传教的策略被称为“学术传教”，是由第一位在华成功接近政治上层的传教士利玛窦确立

的②。 利玛窦通过向明帝赠送《坤舆万国全图》和各种天文学仪器，以及准确预测日食，赢得了权力

高层的好感③。 由此，他发现可以通过他所拥有的先进天文学知识来接近上层，达到传教的目的。 随

后，他写信给罗马教廷，要求派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精英来中国传教。 罗马教廷果然派出了实力

强大的团队，其中就包括后来在“历法之争”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汤若望④。 这批传教士到来不久，就
参与了由徐光启主持的历法改革工作。 这部以西方历法为主要内容的历法名为《崇祯历法》，历法完

成后，由于明廷保守派人士的阻挠，还未实行，明朝就已经灭亡⑤。 这部历法却成为汤若望献媚清朝

最好的礼物。
１６４４年 ５月，清军进驻北京城，汤若望看准了时局，知道清军气数已成⑥，便上书输诚，并把历局

官生职衔造册上呈多尔衮，介绍崇祯年间修历的情况，并积极争取修历的掌控权。 清军入关进驻北

京后，急需一部新历法来“正朔”，以表示自己是“天命所归”。 汤若望趁机将徐光启主修的《崇祯历

法》上呈给多尔衮，并声称新法虽然已经内测，但尚候颁行，如今“幸恭大清一代之兴，必更一代万年

之历”。 多尔衮当日即批复了他⑦。 为了能够早日得到清廷的认可，掌握新朝未来的天学机构，汤若

望修改历书更是殚心竭力，加班加点，甚至自己掏腰包来垫付未能及时到账的官方饷银⑧。
同时，他以这部历法为工具，积极采用多种修辞手段来夺取天学机构未来的领导权，比如通过贬

抑中国天学及古历算名家的成就来提高西洋新法的地位，“‘观其（西士）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

精绝，即使郭守敬诸人而在，未获测其皮膏，又况现在台谏诸臣，刻漏尘封，星台迹断者，不可与之同

日而论也……’汤若望亦曾指中历虽经元朝王恂、郭守敬的修改，较前加密，然仍‘关理未合、立法易

舛’，未若西法‘密合天行，谶忽不爽’。 至于蒙气差、本行、本轮、真会、视会等道理，亦皆‘守敬之所

未详者也’”⑨。
然而事实上，这些概念虽然是西方天文学所特有的，但并不是如汤若望所说的，有这些概念的西

方天文学就比中华天学更高明。 因为中华天学使用的是以北极星为基本依据的赤道坐标，用时间来

计量，是平均的和周日的；而西方天文学使用黄道坐标，用角度测量，是真实的和计年的。 由于坐标

体系的不同，这些概念在中华天学中完全不需要，比如“本轮”是西方天文学中用来调整行星运行轨

道的设定，是现代天文学所废除的东西，完全代表着西方天文学的缺陷，而非优点。 这里汤若望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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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天学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２８页。
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第 ３２－３３页。
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３４页。
杜昇云、崔振华、苗永宽等主编：《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８４页。
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下）》，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２５３页。
即使汤若望押宝失败，也不会影响传教士在未来的朝代中把持钦天监，因为传教士在当时的明朝残余势力建立的南明、张献忠
建立的大西政权中已经站稳脚跟，李自成在占领北京后，也向汤若望表达了好感。 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人急需要新历法来“正
朔”，另一方面，当时中华天学已全面衰微，没有足够的人才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传教士也把握住这次朝代更迭的机遇，希望在
未来的朝廷中建立传教根据地。 见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 吴嘉麓、叶鸿灑主编：《新编中国科技史（下册）》，中
国台北：银禾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９０年，第 ４５６－４９０页。
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 １９９０年，第 ４６９页。
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 １９９０年，第 ４７７页。
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１９９０年，第 ４７０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 １３８－１３９页。



是不了解中华天学的坐标体系，要么就是故意混淆定义，以突显西学之优越。 他又通过展示奇巧的

天象仪器具体展现西方天文学的先进，为此精心策划了一次由多方权力上层人士参加的验证日食的

测量，来显示西方天文学的优越性①。 为了与喇嘛教争夺新统治者的宠幸，汤若望积极利用中国的星

占术来离间喇嘛教与皇帝之间的关系②。 他通过这些努力，终于获得了钦天监的领导权。
在获得领导权后，为了能够将钦天监完全变成自己的传教据点，汤若望就以“试新法”的噱头来

排挤、裁汰钦天监的其他人员，凡是不通新法的都要赶出钦天监。 虽然名义上汤若望给了他们重新

学习、再次测试的机会，但他怕真的传授西方天文历算后，把持钦天监的目的必难长久，就没有积极

教授这些官生推算之术。 通过这次裁汰，他将不信教的监员几乎全部挤兑出了钦天监③。 自此，钦天

监成为汤若望一手把持的传教据点。 同时，这次裁汰使官方再无精通中国天学的人才，培养中国官

方天学人才的机制也就此中断。 这对后来的“日影验证事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汤若望在明清换代之际，灵活地把“天学真原”这个中国古代的现

实与自己精通的西方天文学相结合，在几个月之内达到了在明朝几十年都没有达到的目标。 也就是

说，汤若望结合了中国地方情境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然而，他并没有完全认清和接受这个地方情

境，也正是因为对中国地方情境认识的肤浅与不接受，让杨光先有机可乘，使其差点被凌迟处死。

二、作为政治事件的“历法之争”

这次“历法之争”从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起，至康熙八年（１６６９）结束，历经 １３ 年，这是一个多利益
集团持久博弈的过程。 这其中充满着阴谋、权力、修辞与利益。 这里所要做的是把以前所剥离出来

的科学之外的要素，重新还原到这次事件中。
１ 各方的目的与“历法之争”的起因

为了厘清这次“历法之争”，首先要了解参与这次事件的利益主体以及他们各自的目的。 各利益

集团包括以汤若望和南怀仁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集团，以杨光先为代表的保守士大夫集团，以吴

明炫为代表的原钦天监回回科利益集团和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
汤若望和南怀仁的目的在于利用利玛窦所发现的“通天”捷径来打进最高统治阶层，希望其传教

活动能够得到中国统治者的支持与保护。 杨光先目睹了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扩张并意识到其对中

华文明和儒教文化的潜在威胁④，因此秉承明朝以来“用夷变夏”之大防，竭力阻止传教士掌控钦天

监，以免使中华奉夷邦之正朔⑤。 吴明炫是钦天监前回回科的负责人，在汤若望裁汰钦天监时，以非

常手段将信奉异教的回回天文学家排挤出钦天监。 回回科天文学家在元朝时就作为汉人天文学对

照组和预测交食的专科而存在，但在短短数月之间就被汤若望排挤出去。 这使回回科天文学家不

满，作为他们带头人的吴明炫时刻想将传教士们赶出钦天监，重新恢复自己的地位与权力⑥。 作为统

治者，康熙一方面想利用传教士卓越的推步能力，以对天象所呈示的吉凶的趋避有更精确的把握；另
一方面，又希望能顺成“天命”，继承中华“正朔”。 显然，这次事件的各方参与者，没有一方是以天学

或天文学的好坏为目的的，相反，是以权力为目的的。 因此，这次“历法之争”首先应该是政治事件，
而不是科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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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１９９０年，第 ４７１－４７２页。
汤若望在达赖喇嘛尚未入京时，尝借日体重出现的斑点，上言此乃因喇嘛僧徒遮掩住皇帝的光辉所致，而当达赖入京觐见之后，
若望又上疏将当时战事失利、痘疫流行等事，附会为这是上天对人们过于敬重喇嘛的一种征示。 黄一农：《择日之争与康熙历
狱》，《清华学报》１９９１年第 ２１卷 ２期，第 ２４７－１８０页。
由于钦天监是世袭制的，所以清初的钦天监是完全继承明朝的。 通过汤若望的这次清洗，钦天监得到了大换血。 同时也发现了
以往钦天监的弊病，比如很多官生根本就不懂象数，只是在里面混日子。 不过汤若望只是想把持钦天监，所以除了三个传教士
的学生，其他人几乎全部被裁汰。 见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 １９９０年，第 ４７４－４７７页。
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下）》，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２６９－２７１页。
《崇祯历法》之所以在制定出来后没有实施，是因为当时明朝的保守派士大夫因“夷夏之防”的阻挠。 在杨光先说“宁可使中夏
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中西洋人”之前，士大夫阶层中就已盛行“但患人之不华，华之不夷，不患历之不修，修之无人”的言论。 杨
光先完全继承了这种思想，并在他的著作以及行为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具体有关“用夷变夏”思想的原因与表现，可参见
杜昇云、崔振华、苗永宽等主编《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８９－９３页。
黄一农：《吴明炫与吴明烜———清初与与西法相抗衡的一对天文学家兄弟？》，《大陆杂志》１９９２年第 ４期，第 １－５页。



各方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在这次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①。 首先是西方传教士与

中国传统士大夫之间的矛盾。 由于在中国天学与皇权之间的特殊关系，传教士染指作为统治权最高

机密的天学与历法，显然让素有“夷夏之防”的传统士大夫们不可忍受。 在他们看来，西方传教士想

借西方天文学来传播基督教，从而“以夷变夏”，使“人之不华，华之不夷”。 其次，西方传教士以西方

天文学为范本来修订历法，明显有觊觎神器的意图②。 清初，西方传教士好不容易获得的钦天监掌控

权也不想因为这些人的阻挠而轻易再失去，即使失去也要抓住时机，再重新抢夺回来。 最后是回回

科天文学家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矛盾。 回回科天文学家源自阿拉伯天文学，他们信奉的是伊斯兰

教。 这些信奉异教的天文学家在汤若望的大清洗中，作为重点清洗对象被清除出去，直接侵犯了回

回科天文学家的利益。 因此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攻击西方传教士，希望重新获得他们原来的利益③。
而作为还未完全扎定根基的满族皇帝，显然不愿意将具有“正朔”功能的历法修订权完全放在汉人手

里，汤若望等人的献媚刚好满足了他的需要④。 然而，为了能够巩固统治，康熙又不能完全放弃汉人

士大夫的意见与儒家传统⑤。 因此皇帝与各方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
２ “康熙历狱”中的修辞与权力

康熙三年，杨光先再次上书控告汤若望、李祖白等“为职官谋叛本国，造传妖书惑众”，声言“邪
教布党京城，邀结天下人心，逆形已成，厝火可虑，请乞蚤除”⑥。 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及同党被革

职，并处以各种刑罚，史称“康熙历狱”。 其实早在顺治十四年，回回科吴明炫就已上书攻击汤若望所

制定的新法，但反而自己遭到处罚⑦；顺治十六年、十七年五月，身为布衣的杨光先连番两次上书攻击

汤若望，但被礼部扣押，并未上呈⑧。 那么这次上书中，杨光先采取了什么手段在什么时机下使深受

皇帝宠信的汤若望被处极刑？
首先是政治环境的改变。 顺治帝的突然去世所带来的政治环境的突变对汤若望是极为不利

的⑨。 顺治帝极为宠幸汤若望，使其成为在中国历史上任官阶衔最高的欧洲人之一。 顺治帝与其

私人关系更是密切，称其为“玛珐” （满语“爷爷”的意思），甚至不顾尊卑，在顺治十三、十四年两年

内，前往探望汤若望 ２４次之多。 顺治帝的突然去世，让汤若望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顺治帝去世后，
新的权力掌控者们也使汤若望失去了朝廷中权臣的支持。 汤若望明末来华，积极与当时的汉臣结

交。 虽然在鼎革之际成功掌控了钦天监，但或因为不通满文，并未能打入满族权贵圈，而是与当时清

廷的汉人权臣相交甚密。 由于清初朝廷中满汉双方之间复杂的对立，权力高层的保守人士对“好汉

语，慕华制”，崇尚汉文化，重用汉人的顺治帝一直不满。 顺治帝突然病逝后，首先是孝庄文皇后联合

辅政大臣，借顺治帝的罪己诏，严厉批评其对满、汉臣的态度。 掌握实权的鳌拜等四个辅政大臣作为

权力高层中的保守派更是积极维护“首崇满洲”政策的辅臣制政体，以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 此

时，与汤若望关系亲密的汉人高官大多退休，汉人又很难再受到重用，因此杜绝了若望再次结交新的

权臣的机会。
其次，汤若望对中国地方情境的肤浅理解与马虎处理，让杨光先抓住了致命的把柄。 虽然汤若

望借助中国情境掌控了钦天监，但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汤若望及其所代表的传教士从来就没

有完全接受中国地方情境，对于“天学真原”有着微妙的态度。 汤若望所修的历书只推算了 ２０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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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坤：《“钦天监教案”起因探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１年第 ４期，第 ９７－１００页。
杜昇云、崔振华、苗永宽等主编：《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９２页。
黄一农：《清初钦天监中各民族天文学家的权力起伏》，《新史学》１９９１年第 ２期，第 ７５－１０８页。
满人向来被汉人视为“外夷”，因此对同样被视为“外夷”的西洋传教士就不那么敌视，因此采用西洋人的历法也就比较符合他们
的要求。 具体参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下）》，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２７１－２７３页。 但经过这
次事件之后，满人统治者对西洋有了新的认识。
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８０页。
杨光先：《不得已》上卷正国体呈稿，《明末清初天主教文献丛编》（第五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３０５－３０６页。
黄一农：《清初天主教与回教天文学家间的争斗》，《九州学刊》１９９３年第 ３期，第 ４７－６９页。
黄一农：《杨光先家世与生平考》，《“国立”编译馆馆刊》１９９０年第 ２期，第 １５－２８页。
黄一农：《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清华学报》１９９１年第 ２期，第 ２４７－１８０页。
黄一农：《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中华文化（台湾）》１９９２年第 ７期，第 １６０－１７０页。
钱志坤：《“钦天监教案”起因探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１年第 ４期，第 ９７－１００页。



这被杨光先指责为不忠，因为“天将笃祐皇家，享无疆之历祚”，应该推算出“万年历书，才能谓为臣

子”①。 《时宪历》封面上题写了“依西洋新法”五字，这被杨光先指责为“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
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②。 在中国情境下，杨光先的这些理由是无可厚非的，有其合法性。 另

外，在葬荣亲王择日案中③，钦天监怕担责任，又加上汤若望与礼部尚书恩格德的私人恩怨，就先告礼

部未按照钦天监择定的时辰下葬。 结果，在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和礼部尚书（此时已被革职）的支持

下，杨光先攻击汤若望等人不用正五行，而用洪范五行选择荣亲王葬期，“因而年犯三杀，月犯生杀，
日犯党杀，时犯伏吟，四柱无一吉者……若用之宦庶之家，其凶祸不可言矣”。 又说洪范五行又名灭

蛮经，实际上在暗示要灭清廷④。 汤若望对中国地方情境的马虎，在杨光先手里成为攻击他的致命

武器⑤。
第三，多方势力的联合。 在“康熙历狱”中，儒生杨光先、回回科天文学家吴明炫、辅政大臣苏克

萨哈、礼部尚书恩格德虽然各自的目的并不相同，但有反对西方传教士的共同目的，于是联合起来，
成功将汤若望等奉教天文学家从钦天监中驱赶出来。

３ “历法之争”中的知识与修辞

“康熙历狱”后不久，被赦免死刑的汤若望，由于年老体衰，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很快去世了。 不

过，传教士们显然不愿放弃这已经到手的钦天监以及由此在官方机构中建立的传教据点。 于是，在
恰当的时机，以南怀仁为首的奉教天文学家们向时任钦天监监正的杨光先发起了攻击，并成功夺回

了钦天监的领导权。 这一回合的较量同样充满了政治、知识、修辞与偶然性因素。
首先，杨光先治历能力十分有限，无法满足皇权的需要。 杨光先本人并不是天学家，其所知的天

学很可能只来自于年轻时所读兵书中的一些零散的知识⑥。 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因此称自己

“只知历理，不知历数”。 在扳倒汤若望领导的奉教天文学家集团后，在屡辞监官未准的情况下，无奈

出任钦天监监正之职。 他废除了所有西法，重新用《大统历》和回回历。 然而，他并没有一个精通天

学的助手⑦，只有当时和他联手的吴明炫⑧。 吴明炫很清楚杨光先不懂天算历法，于是趁机用依回回

天文学推算的《七政民历》完全取代了《大统历》。 不过，吴明炫的治历能力也有限。 因此他们所修

的《七政民历》错误很多。 在康熙差人询问南怀仁相关情况时，精通天文学的南怀仁很容易地发现了

《七政民历》中的重大错误，一直蓄谋夺回钦天监的他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当天就上书康熙帝，指出

《七政民历》内置闰及节气均误。 然后逼杨光先和吴明炫与之进行对决。 天学门外汉显然无法与精

通天文学的南怀仁相对抗，因此，从一开始，杨光先就已经清楚这是一场毫无胜算的对决，但已无可

奈何。
其次，政治环境的再次突变为奉教天文学家们提供了有利时机。 康熙八年五月，鳌拜案发，康熙

帝掌握实权，政治环境又一次突变。 这次优势完全转向了奉教天文学家们⑨。 康熙在这之后的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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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双成：《汤若望案始末》，《历史档案》１９９２年第 ３期，第 ７９－８７页。
安双成：《汤若望案始末》，《历史档案》１９９２年第 ３期，第 ７９－８７页。
婚丧嫁娶的择日是钦天监重要的职能之一。 因为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与星占术数、地理、选择术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皇帝
“通天”的天学机构更是肩负着观察天象以知吉凶趋避的重任。 然而，在西方传教士看来，除天文以外的东西，都是迷信。 汤若
望在企图以西方星占术取代中国传统星占、地理、选择术失败后，就采用消极手段来应付这类事务，回避冲突。 汤若望对这类事
务的便宜行事的态度，在传教士内部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他认为借这些东西传教并不为过，并最终获得了罗马教廷的支持。
他在修订历法时，也将这些原本中国历法本有的东西附会上了新历法，但他内心并不接受。 这也是他在葬荣亲王择日时刻马虎
的原因。 黄一农：《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星占术数的态度》，《九州学刊》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第 ５－２３ 页。 黄一农：《汤若望〈新历晓
或〉与〈民历辅注解惑〉二书略记》，《“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１９９２年第 １期，第 １５１－１５７页。 黄一农：《从汤若望所编民历试析
清初中欧文化的冲突与妥协》，《清华学报》１９９６年第 ２期，第 １８９－２２０页。
黄一农：《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清华学报》１９９１年第 ２期，第 ２４７－１８０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汤若望面临凌迟处死之时，又是“天学真原”拯救了他的性命。 荣亲王案后，汤若望被处凌迟处死，此时北
京却恰好发生了地震、星变，清廷便认为这是上天昭示此案不应处决汤若望，于是赦免了他。
黄一农：《杨光先家世与生平考》，《“国立”编译馆馆刊》１９９０年第 ２期，第 １５－２８页。
据说当时民间天文学家王锡阐曾向杨光先自荐，但不知何故，并未被接受。 参见黄一农《杨光先家世与生平考》，《“国立”编译
馆馆刊》１９９０年第 ２期，第 １５－２８页，注八十七。
吴明炫虽然出身回回科天文学世家，并长期任回回科监官，但从在顺治年间与汤若望的日食对决中的惨败来看，其天算水平是
有限的。 黄一农：《清初天主教与回教天文学家间的争斗》，《九州学刊》１９９３年第 ３期，第 ４７－６９页。
黄一农：《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清华学报》１９９１年第 ２期，第 ２４７－１８０页。



对决中，态度更是偏袒南怀仁一方①。 “康熙历狱”中的受害者纷纷上状控告杨光先先前所说均是

“依附鳌拜捏词陷人”，欲将杨光先置于死地。 在此之前，南怀仁通过康熙向自己询问所颁各历是否

合天准确地把握住即将发生的政治突变，他连写三书来批驳杨光先所用的星占、地理、选择术。 八

月，南怀仁等成功为“历狱”翻案，并再次掌控钦天监。 杨光先“应拟斩”，但念其年老，姑从宽免，不
过他在流放山东老家的途中离奇死去②。

第三，南怀仁运用知识进行修辞的高超能力。 在这次对决中，由于杨光先对天算术数并不精通，
因此技术争斗主要是在吴明炫和南怀仁之间展开的。 南怀仁在这次斗争中展示了高超的修辞手段。
前文中已经提及中西天文学定义、坐标系的不同，二者是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的。 但南怀仁在与吴明

炫关于是否有两个春分、秋分，昼夜长短，火、木两星位置测量等对决中，无视这种由于定义所造成的

差异，选取有利于己方的证据来例证西法的优越③。 在日影测量中，更是遍邀权贵围观，在仪器优势

和测验官员的偏袒中，将杨光先和吴明炫置于必败的境地。 对于中气之月置闰的对决中，更是诡辩，
片面摘取并混用对己有利的规则，将原本旧历正确、新历有误的置闰之事硬变成新历正确④。

至此，经过这几次对决后，以南怀仁为首的奉教天文学家们最终胜出，获得了钦天监的掌控权，
开始了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由西方人领导中国最高天学机构的历史，持续二十多年的“历法之争”也
告一段落。 我们也已经看到，这次“历法之争”绝不是一次简单的中西天文学的对决，而是各种力量、
各种偶然性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科学知识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

三、皇帝掌控中的结局

康熙八年八月，康熙下旨，为汤若望、李祖白等昭雪。 “汤若望复通微教师称号，照伊原品赐恤”，
并还天主教堂建堂基地；李祖白等照原官恩恤，许缵曾等复职；流徙子弟取回，有职者复职；李光宏等

原降革之职仍行给还；“杨光先理应论死，念其年老姑从宽免，妻子也免流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

行奉教外，恐直隶各省复又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⑤。
这一段文字描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历法之争”的结局。 表面上看，以南怀仁为首的奉教天文学

家们重新夺回了钦天监的掌控权。 但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掌握这个只有五品官衔的官方机构，而
是为了能够在中国官僚机构中建立一个长久的宣教据点。 然而，康熙帝显然通过杨光先为代表的保

守派人士认识到了这帮奉教天文学家的野心———“用夷变夏”，于是下令禁止西方传教士继续在中国

境内传教，用政治权力来阻止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行为。 从此，顺治年间开始的传教高潮就此转入了

长达近两百年的低潮。 因此，奉教天文学家实际的目的并没有达到⑥。
杨光先在这次斗争中惨败，最终还不明不白地死去。 前文已经说过，由于西方天文学是西方传

教士传教的工具，杨光先希望通过反对西方天文学来阻止天主教在华蔓延的趋势。 他显然没能阻止

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站稳脚跟，然而康熙的最终决策却达到了他想阻止西方传教士“用夷变夏”的目

的。 吴明炫在这次争斗中曾一度将自元朝以来就用作中华天学对照的回回科天文学变成中国天学

机构中唯一的天文学，但他与南怀仁对决的失败，使回回天文学从此彻底从钦天监中消失。
这次争斗的最大赢家显然是康熙皇帝。 康熙帝运用高超的手段达到了既能利用先进的西方天

文学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又同时接受了杨光先对于西洋传教士野心的警醒，限制了西方传教士想借

西方天文学传教的目的，以避免其传教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所产生的威胁。 同时，深感满人在此次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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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中由于知识与技能的欠缺，只能作为局外人旁观，无法做出内行的判断，于是在此之后不久，康熙

帝就选训满人天文生，培养自己的基层天文人才①。 然而由于西方天文学与中国地方情境的水土不

服，让康熙帝始终觉得不安心。 他最终与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梅文鼎、王锡阐合作，提出了“西学中源”
说，避免了西方天文学与中国儒家文化的潜在冲突②。

西方天文学在这次争斗中胜出并没有推动中国天文学的近代化，由于输入西方天文学是西方传

教士接近中国权力的“通天”捷径，不是最终目的。 在明末清初，由于中国统治阶层对西方天文学的

需要，西方传教士觉察到西方天文学是接近最高统治者的有力工具，因而积极引介西方先进天文学

到中国。 但“历法之争”后，康熙、乾隆等严厉禁止西方传教士继续在华传教。 因此，虽然西方传教士

从此掌握了钦天监的权力，但由于已无法通过天文学传教，也就由积极引介西方天文学转为消极应

付中国官方对天算历法的需要③。 这是个谁也没有料到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充满着各种偶然

性因素，这些偶然性因素相互绞缠，共同作用。

四、日影验证事件中的西方天文学与中华天学

那么，这次“历法之争”是一次公平的中西天文学对决吗？ 这里暗含的问题是：汤若望、南怀仁等

人所输入的天文学是西方最先进的天文学吗？ 杨光先等人能代表中华天学的水平吗？
汤若望、南怀仁所用的《时宪历》是根据徐光启主编的《崇祯历法》改编而来的。 《崇祯历法》是

由明末徐光启主持的，由西方精通天文学的传教士参与编制的，以西方天文学为范本的历书④。 《崇
祯历书》以第谷天文学体系为基础，涉及哥白尼天文学和开普勒天文学的著作⑤。 然而，由于伽利略

案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对待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人的新天文学很谨慎⑥。 不可否认，第谷天文

学体系在当时来说，精确度仍然很高，而且调和了托勒密和哥白尼的矛盾，但从现在来看，这个体系

只是一个混杂的“怪物”。 而且由于汤若望对托勒密体系的偏爱，在他主持历局的二十余年，主要向

中国介绍了托勒密体系⑦。 “历法之争”后，由于奉教天文学家们被禁止在华传教，因此他们停止向

中国传播西方最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所以造成了第谷体系在中国占据权威地位达一百五十多年。 由

此看来，汤若望、南怀仁等奉教天文学家虽然精通西方天文学，但并不代表西方最先进的天文学。
再来看杨光先一方。 前面已经说过，杨光先是个“只知历理，不知历数”的天学门外汉，而吴明炫

是回回天文学家，其了解的是阿拉伯天文学。 所以“历法之争”根本就不是中华天学与西方天文学的

对决。 前文提到的那些争斗是披着中华天学外衣的杂合体。 回回天文学和西方天文学中并没有节

气、地理、选择术等内容，这次争斗中却主要涉及这些方面的内容，因此他们只是将这些内容比附到

他们的天文学中去，利用知识与修辞进行争斗。
我们再回到日影验证对决的现场，这是不是一次公平的对决呢？ 汤若望获得钦天监的控制权

后，尽废中历，完全采取西历；同时裁汰不精通西方天文学的人员，这意味着中华天学的人才培养机

制就此终止；还将与中华天学相配套的天学仪器完全换成了与西方天文学相配套的仪器。 这几方面

对二十年后参加日影验证的杨光先等人是极为不利的。 首先是钦天监中再也没有人熟悉中华天学，
对中华天学无法熟练操作，这使得吴明炫用回回天文学取而代之。 其次，由于仪器的短缺，这使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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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日影验证的对决中只有一根圭表可用①。
中华天学其实在明朝就已经全面衰落，明朝所用的《大统历》实际只是沿用了郭守敬《授时历》。

原本三十年就要修订一次的历法，明朝竟然用了二百多年，这说明当时已经无人有能力进行修订，也
就意味着中华天学已经全面衰落了。 徐光启在上书崇祯帝的疏中已清楚讲明了这一点②。 由于中华

天学本身存在的误差和推算的失误，所以其在崇祯年间已经完全不合用，这才由徐光启提出，邀请西

方传教士，以西方天文学为基础来修新历法。
综上所述，这次“历法之争”根本不是中华天学与西方天文学的对决，实际上，中华天学在这场斗

争中都没有真正出场。 奉教天文学家固然可以代表西方天文学，但他们并没有向中国输入最先进的

西方天文学。 杨光先、吴明炫更无法代表中华天学。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华天学已经全

面衰落，而西方天文学正经历一场彻底的革命，正处于从古代天文学向现代天文学转变的过程之中。

五、结　 语

清初“历法之争”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事件，更多地是一场政治斗争，其中充满着权力与

阴谋，知识只是充当了修辞的工具。 以往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是沿着李约瑟所开创的“百川归海”
的道路行进的，也就是说，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相当于近代科学和技

术知识的先例，目的是要看中国文明之河向近代科学的大海贡献了什么”③。 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科

学技术史应该重新回到当时的情境之中，检查科学技术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功能，以及当时人们的

态度与看法；应当将科学技术与其他因素看做一个不断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整体，而不是单独把类

似于近代科学的因素孤立出来，比附以西方科学为模板的近代科学。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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